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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长江三角洲区域 27个市域面板数据，测算2006—2018年各市农业碳补偿率，并在利用Moran’sI

研究碳补偿率空间分布情况基础上，构建 Durbin空间模型分析探讨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长江

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具有区域集聚特征，最高值分布逐步由西翼转变为东西两翼，较高值主要位于南部浙江省

和西部安徽省，较低值主要分布靠北的上海市和江苏省。(2)区域间农业碳吸收水平呈相互促进、协同提升演变特

征，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明显，邻近地区农业碳补偿率每提高 1%，则本地农业碳补偿率相应上升 0.441%，但随时间

的推移，邻近地区彼此关联度逐渐有所减弱(3)绿化程度、种植业优化结构的固碳作用最明显，而化肥强度、农药

强度和畜禽养殖优化结构是农业碳补偿率提升最重要抑制要素。建议长三角洲区域各市加强协同联动，调节控制关

键因素，针对性探索多元减排增汇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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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作为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诱因，是关系到世界各国经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之一，为此 IPCC 在 2019 年

制订目标，到 2030 年全球碳排放量削减 45%，到 2050 年实现碳排放量“净零增长”，温度升幅控制在 1.5℃以内[1]。中国碳排

放量居世界第一位，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 28%，其工业作为节能减排最大领域受到政府广泛关注，但农业作为重要碳排放源，占

全国碳排放总量的 17%，也不能忽视[2]，如若不采取有力减排增汇举措，2050 年农业碳排放量可能再增加 30%[3]。同时，农业和

工业相比具有独特性，表现出较强的碳吸收能力。研究数据显示，2000 年以来中国作为绿化面积增速最快的国家，农作物种植

占绿化面积的比例达到 32%，农业碳吸收贡献率超过 30%，吸碳增汇作用比较显著[4]，但是由于农业生产碳排放来源烦琐、影响

机理复杂、核证成本过高等，农业进一步增强碳排放减排增效举步维艰、效率较低
[5]
。因此，开展农业碳吸收与生态补偿研究，

对区域实现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而全面准确把握农业碳排放水平、空间差异和影响因素是研究的基础课题，也是

采取有力举措、实现减排增效的重要前提。因受地理环境、农业结构、生产方式、区域示范等诸多因素影响，大家普遍认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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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净碳水平呈现区域关联性，那么这种关联性究竟是否存在?各要素又如何影响?鉴于此，本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区域 27个市域面

板数据为基础，测算碳补偿率，并以其衡量区域农业碳吸收与排放双重作用下的净碳水平，探索空间分布、空间溢出效应与影

响因素，以便于有针对性地制定区域协同减排增汇措施。 

1 文献综述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区域碳排放成为热点研究课题之一。其中，农业碳排放作为重要内容，引起广大学者的普

遍关注，其研究主要涵盖农业碳排放源、驱动机理、排量测算和强度分析[6-8]，碳排放空间结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9-11]，碳汇

价值、核算、交易[12-14]，碳收支、补偿机制与模式[15-16]，等等。 

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入，农业碳源、碳汇和生态补偿存在空间关联特征已反复得到验证[17-18]。陈罗烨等[19]运用标准差椭圆等方

法，发现 1991—2011年全国净碳汇布局由集聚走向分散，空间中心逐步向东北移动，形成东南净碳汇和西北负碳汇分布格局。

陈儒等[5]基于 Global和 Local Moran’sI分析碳排放全局与局部空间相关性发现，2007—2015年中国八大地理区碳排碳汇空间

布局发生变动，由东南向西北“升—降”调整为整体上升格局。夏四友等[20]基于 ESTDA框架，运用 GWR模型分析 1997—2016年

我国 31个省份的农业碳排放时空演变，结果显示农业碳排空间差异有所扩大，整体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部分学者对农业碳

排放绩效、排放效率、减排潜力值等派生指标进行研究。在绩效评价方面，通常通过 ML与 Moran’sI指数以及 SMB模型进行研

究[21-22]，中国省级区域农业碳排放绩效呈现空间集聚变化特征，中部地区平均绩效最高，是中西部地区的 1～2 倍，但中部地区

持续下降、西部地区有所改善。在碳减排潜力指数方面，方向距离函数[23]、Meta-Analysis[24]、DNDC和 CGE模型[25]是最常用的方

法，研究主要包括农业碳减排潜力和空间关联特征、土地等农业资源减排效应、化肥等投入品减排潜力。在碳生产率方面，其

空间集聚特征与农业绩效布局基本保持一致[26]，东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数值，且省级地区存在明显空间溢

出效应
[27]
。 

通过文献分析发现，农业碳排放空间效应研究成果较少，多基于抽象空间维度假设区域农业碳效应彼此独立而进行探讨，

与实际情况不符，减弱了研究的现实意义。而且，在为数不多考虑空间效应的研究中，多数着眼于碳排放，结合农业独特性对

碳吸收的重视程度不够，兼顾碳排放与吸收双重效应的更是寥寥可数。同时，在空间模型构建上，多选用邻接空间权重矩阵展

现区域碳效应属性，忽视非相邻空间存在的可能影响，也未体现地理距离作用差异。此外，研究大多从全国角度进行宏观研究，

结合某一区域开展具体研究不多。鉴于以往研究的优点与不足，笔者以长江三角洲区域为例，测算了 2006—2018 年该区域 27

个市域农业碳补偿率，并基于非邻接空间作用的距离平方倒数矩阵，采用莫兰指数和 Durbin空间模型探讨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关

联效应、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以期为农业减排增效提供基础。 

2 指标选取、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指标选取 

农业兼具碳吸收与排放双重效应，其中碳吸收是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固化 CO2的过程[28]，而碳排放则是农业生产经营

活动产生 CO2的过程[29]。两者互相牵制形成农业净碳排放量。当农业碳吸收量高于碳排放量时，即为碳汇，反之则是碳源。农业

碳补偿率是农业系统碳排放能力的量化，用碳吸收与排放量的比值表示，其分析构架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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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农业碳补偿率分析框架 

根据图 1 可知，农业生态系统碳排放与吸收的源头复杂，所有直接或间接对农业碳排放产生影响的要素，都可对碳补偿率

产生影响。通过分析往期研究发现，农业要素投入、产业结构变动、能源消耗情况与经济发展等均会导致农业碳排放与吸收变

化[30-31]，且碳效应并不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影响、彼此关联的，存在空间溢出效应[17,32]。基于此，笔者结合农业发展实际，将

碳补偿率影响要素分为农业资源要素和产业发展两类，具体详见图 2。 

 

图 2区域农业碳补偿率的影响要素与溢出机理分析 

就农业资源要素而言，土地和劳动力投入量等指标反映农业发展规模[2]，而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化肥、农药、农膜等投入品，

农业机械消耗的煤、电、汽油和柴油，均会增加农业碳排放量[5]。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农作物年末面积、农业年末劳

动人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化肥强度、农药强度等 5 项指标作为变量，其中，农业机械化水平用农业总动力与农业人数的比来

表示，化肥强度用化肥施用量与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来表示，农药强度用区域施用农药总量与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来表示。 

就农业产业发展而言，农业部门内部产业结构对碳吸收和排放会产生影响[33]，结构相异能够演化出不同效应。种植业和畜

禽养殖是农业碳排放的最主要来源，其中，种植业因农作物结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碳效应，畜牧业也因畜禽养殖种类不同，其

肠道、粪便直接产生的 CH4、N2O排放量和电力、自来水、饲料等使用间接释放的碳排放量亦不同
[33
。而农业发展水平则是其生产

效率、科技水平、生产方式等的综合反映，能够影响碳排放强度和减排能力[23]，直接影响农业碳补偿率。另外，绿化在碳吸收

水平和固碳能力提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农作物种植和造林扩大绿化规模的固碳作用明显[34]。因此，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和

数据可获得性，选取了种植业结构、畜禽养殖结构、部门结构、绿化程度和农业发展水平等 5 个优化指数，其中，种植业结构

优化指数用经济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来表示，畜禽养殖结构优化指数用食草牲畜年末出栏量与牲畜总出栏量

的比来表示，绿化面积指数用造林面积与森林总面积的比来表示，农业发展水平用区域农业产值与农业人口数量的比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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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农业碳补偿率测算方法 

不同地区资源环境、产业结构、劳力投入、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农业碳排放和吸收量往往差距悬殊也较大，横

向空间可比性不高。而农业碳补偿率不受地区碳排放和吸收基期总量的影响，更便于不同地区科学开展空间比较。农业碳补偿

率用碳吸收与碳排放量的比来表示，比值如若大于 1，净效应体现为碳汇，且农业碳补偿率越高则农业碳汇能力越强[35]。 

按照上文指标选取，农业碳排放来源为农业种植、畜禽养殖、农资投入和土地利用等 4 类，各类型又可进行细分，以细分

项数据乘碳排放系数后进行加总得到碳排放总量。测算碳排放系数主要参考 IPCC[36]、史磊刚等[37]、周军[38]、闵继胜和胜胡浩[39]、

王智鹏等[40]等学者的研究，碳排放系数详见表 1。其中，畜禽养殖借鉴周晶等[34]把水电、煤炭、饲料等间接碳排放考虑进来。在

农业生态系统碳吸收方面，主要考虑森林、农作物两类，作物主要参照韩召迎等
[41]
对小麦、稻谷等 12类农作物吸碳率研究成果，

森林吸收碳量利用蓄积换算因子法进行测算[42]，详见表 2。 

表 1农业碳排放源和有关碳排放系数 

碳排放源 碳排放系数 文献来源 

化肥 895.6kg/t 张震[42] 

农药 4934kg/t 张震
[42]
 

农膜 5180kg/t 中国农业大学 

土壤翻耕 312.6kg/km
2
 IPCC等

[36,43]
 

农业灌溉 266.48kg/km2 IPCC等[36,43] 

农业机械 0.18kg/kW Elhorst[44] 

电力碳排放 0.929kg/kg IPCC等[36,43] 

自来水碳排放 0.91kg/t IPCC等[36,43] 

饲料碳排放 0.088kg/kg IPCC等
[36,43]

 

 

表 2主要农作物及林木碳吸收率 

农作物 小麦 水稻 玉米 豆类 油菜籽 花生 棉花 

碳吸收率 0.49 0.41 0.47 0.45 0.45 0.45 0.45 

农作物 薯类 甘蔗 蔬菜 瓜果 其他 林木 — 

碳吸收率 0.42 0.45 0.45 0.45 0.45 0.5 — 

 

2.3 Durbin空间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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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bin空间模型(SDM)结合 Spatial Lag Model和 Spatial Error Model，能有效表现影响因素引起的空间溢出效应[43]，详

见公式 1。 

 

式中：Taccr和 x 分别表示农业碳补偿率及其影响因素，α、β、λ 表示回归系数，m 为常数项，v 为随机干扰项。若 α≠0

且λ=0，则 Durbin空间模型即为 Spatial Lag Model；若αβ+λ=0，则 Durbin空间模型即为 Spatial Error Model。Durbin

空间模型适用于极大似然法估计，过 Wald与 LR检验，对于随机效应模型选择，采用 Hausman检验判断[44]。 

2.4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涉及 2006—2018年长三角区域农业碳排放量、碳吸收水平、碳补偿率、碳空间集聚特征等相关指标，测算数据主

要来自中国农村、能源、林业、畜牧、物价统计年鉴和各省份市统计年鉴，以及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报

告、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电力监管年度报告等。同时，为确保研究数据的可比性，笔者对数据进行平减处理，各年

度值以 2008年为基准按可比价格进行折算，以排除因价格因素变动产生的影响。因篇幅限制，具体相关数据的处理此处不赘述。 

3 实证分析 

3.1长三角区域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布局演化 

3.1.1长三角区域农业碳补偿率 

根据前文所述方法，测算了 2006—2018年长三角区域 27个市农业碳排放和吸收量，计算各市农业碳补偿率，并以 13年间

各市农业碳排放与吸收均值测算平均碳补偿率，详见表 3。结果显示，2006—2018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各市平均碳补偿率在

[0.071,1.676]之间，大于 1的地区包括池州、宣城，是皖南山区的组成部分，境内有黄山、天目山、九华山等山脉，蕴含丰富

森林资源，固碳能力较强。其余各市基本都低于 1，农业碳排放量大于吸收量，净效应为碳源，其中浙江的金华、台州、舟山和

安徽的安庆、滁州等地碳补偿率逐年上涨，发展势头好，舟山已经实现了从碳源向碳汇转变，其他地市也有望逐步实现。杭州、

合肥、宁波、苏州、无锡、常州、温州、芜湖、马鞍山等地农业碳补偿率处于[0.2,0.6)，这些地区多为农业大市，农业碳排放

总量大，碳吸收效应远低于碳排放作用。上海、南京碳补偿率低于 0.2，主要受制于资源要素等影响，森林储备少，碳汇效应弱，

碳补偿率居末位。整体而言，2006—2018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具有区域集聚特征，最高值呈现为沿山脉集聚而后

延展于东西两翼，高值主要位于南部浙江省和西部安徽省，较低值主要分布在靠北的上海市和江苏省。 

表 3 2006—2019年长江三角洲地区 27个市农业碳补偿率 

地区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2年 2014年 2016年 2018年 均值 

上海市 0.071 0.077 0.084 0.086 0.088 0.089 0.091 0.083 

江苏省 

南京 0.151 0.160 0.168 0.189 0.197 0.181 0.176 0.175 

无锡 0.321 0.432 0.463 0.547 0.579 0.462 0.419 0.440 

常州 0.254 0.267 0.282 0.315 0.346 0.302 0.298 0.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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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 0.362 0.389 0.426 0.427 0.431 0.408 0.397 0.406 

扬州 0.267 0.519 0.271 0.274 0.315 0.321 0.325 0.335 

南通 0.289 0.294 0.102 0.341 0.291 0.215 0.210 0.249 

镇江 0.201 0.212 0.215 0.231 0.243 0.257 0.269 0.281 

泰州 0.221 0.232 0.230 0.241 0.247 0.284 0.285 0.291 

盐城 0.371 0.347 0.293 0.518 0.462 0.379 0.373 0.392 

浙江省 

杭州 0.211 0.237 0.245 0.255 0.262 0.277 0.283 0.304 

宁波 0.242 0.259 0.271 0.274 0.265 0.271 0.292 0.312 

温州 0.370 0.411 0.472 0.483 0.490 0.501 0.503 0.547 

湖州 0.412 0.473 0.517 0.538 0.520 0.526 0.532 0.569 

嘉兴 0.314 0.317 0.332 0.352 0.361 0.375 0.382 0.391 

绍兴 0.421 0.451 0.462 0.476 0.489 0.491 0.497 0.503 

金华 0.552 0.579 0.613 0.653 0.679 0.692 0.713 0.715 

台州 0.532 0.546 0.583 0.591 0.642 0.660 0.672 0.686 

舟山 0.678 0.735 0.809 0.862 0.897 0.931 0.971 1.02 

安徽省 

合肥 0.241 0.254 0.263 0.269 0.286 0.291 0.295 0.231 

芜湖 0.479 0.565 0.629 0.795 0.812 0.836 0.868 0.733 

马鞍山 0.312 0.343 0.358 0.372 0.403 0.452 0.482 0.511 

铜陵 0.272 0.301 0.325 0.371 0.392 0.410 0.437 0.477 

安庆 0.507 0.534 0.678 0.681 0.687 0.701 0.711 0.731 

滁州 0.512 0.631 0.642 0.647 0.653 0.692 0.721 0.736 

池州 1.392 1.373 1.379 1.462 1.518 1.523 1.597 1.671 

宣城 1.512 1.592 1.639 1.640 1.643 1.652 1.663 1.676 

 

3.1.2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分析 

为验证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是否具有统计意义上显著集聚特征，本文通过 Stata软件测算了 2006—2018年长江三

角洲地区 27个市农业碳补偿率Moran’sI指数，详见表 4。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 Moran’sI指数都大于 0.11，

且在 5%显著性水平下绝大多数年份通过 Z 检验，说明该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并不是封闭独立的，而是呈现集聚态势。相互邻近市

域在地理环境、资源要素、农业结构、生产经验、人口素养等方面较为相似，因而农业生态系统碳排放能力和吸收水平差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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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并且邻近地区会在生产模式转变、减排技术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等方面相互学习效仿，进一步缩小地区间农业碳排放与吸

收的差异性。2012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 Moran’sI指数总体呈现下降态势，说明区域间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性有所减弱，

这与近年来各省市实施以功能区为引领的地区发展战略有关，各市根据差异化定位，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减排技术、提高农资

投入品利用率，减排增汇差异逐步扁平化、多样化，独立性得到有效加强。 

表 4 2006—201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碳补偿率区域 Moran’sI 指数 

年份 Moran’sI Z统计量 P值 

2006 0.135 1.978 0.027 

2007 0.139 1.945 0.028 

2008 0.141 1.913 0.025 

2009 0.143 1.893 0.029 

2010 0.146 1.872 0.032 

2011 0.142 1.863 0.034 

2012 0.138 1.856 0.037 

2013 0.136 1.843 0.048 

2014 0.132 1.835 0.041 

2015 0.129 1.793 0.059 

2016 0.120 1.743 0.055 

2017 0.118 1.689 0.056 

2018 0.113 1.621 0.053 

 

长江三角洲区域 Moran’sI指数能反映整体关系变化趋势，但无法刻画农业碳补偿率区域空间集聚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此，

笔者对 2006—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的 27个市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以散点图的形式描述 13年间农业年均碳补偿率及其空间

滞后变量关联性，体现其区域集聚情况，散点图由 4个象限构成，分别为双高(H&H)集聚型、低低(L&L)集聚型、低高(L&H)集聚

型与高低(H&L)集聚型。结果发现，处在第一象限的有池州、宣城 2个市，表现为高碳补偿率区域集聚，农业碳吸收呈现空间关

联效应，相邻地区碳吸收水平整体较高。处于第二象限的有金华、台州、舟山、安庆、滁州 5 个市，表现为高碳补偿率区域临

近低碳补偿率区域。位于第三象限的有上海、南京、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等 20个市，表现为低碳补偿率区域相互包

围，这些地区碳补偿率均低于 1.0，农业碳吸收效应弱于碳排放。可见，2006—2018 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碳补偿率总体情况

为：H&H集聚型主要沿山脉集聚而后延展于东西两翼，L&L集聚型位于上海市和江苏省。值得重视的是低值集聚十分明显，大多

数地区属于 L&L集聚型。 

Moran’sI散点图不能反映集聚情况显著与否，笔者通过 Arcgis软件，在 5%显著性水平输出 Lisa集聚图，结果详见表 5。

随着农业生产模式变革、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化，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布局情况发生变化。首先观察 H&H

集聚型，2006年池州、宣城为高值中心，2004—2016年只有池洲，2018年舟山也保持集聚态势。对于 L&L集聚型而言，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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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为最初低数值集聚区域，随后苏州、合肥先后加入低极辐射范围，2016年起只有南京、合肥继续保持。研究时间范围内，4

种集聚型中 L&H和 H&L不显著，L&L涉及范围总体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说明生态保护越来越得到重视，各地采取了有力减

排增汇举措，碳补偿低空间关联度弱化。 

表 5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关联类型 

年份 双高型 双低型 低高型 高低型 

2006 池州、宣城 南京、杭州 — — 

2008 池州、宣城 南京、苏州、合肥 — — 

2010 池州、宣城 南京、杭州、苏州、合肥 — — 

2012 池州、宣城 南京、苏州、合肥 — — 

2014 池州 南京、苏州、合肥 — — 

2016 池州 南京、合肥 — — 

2018 池州、舟山 南京、合肥 — — 

 

3.2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 

经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知，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空间布局存在关联性。为进一步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空间集聚效

应和影响因素，笔者通过 Durbin 空间模型，以 2006—2018 年 27 个市域农业碳补偿率为因变量，基于距离倒数的权重矩阵(g1)

和上文所选的农业年末劳动力人数、化肥使用强度等 10个指标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同时，将距离平方倒数阵矩用距离倒数

(g2)与邻接权重矩阵(g3)替代，并基于邻接矩阵对 SAR与和 SEM模型，做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 Durbin空间模型分析前，通过对农作物年末面积、农业年末劳动力人数、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发展水平、化肥使

用强度、农药使用强度 6个变量取对数以便让数据稳定。自变量方差膨胀因子极值 9.318，多重共线性可以不考虑。运用 Stata

软件开展 Hausman 检验，相关统计量通过 5%显著性水平检验，因而选取固定效应模型，极大似然估计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分析

结果详见表 6。结果显示，在 1%的水平上 Wald与 LR统计量显著，说明 Durbin空间模型不能简化为 SAR抑或 SEM模型；对比估

计结果，各变量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回归分析结果较稳健。空间回归系数为 0.441，且在 1%显著水平下通过 Z 检验，说明邻

近地区农业碳补偿率如若提高 1%，则本地农业碳补偿率上升 0.441%，验证邻近地区农业碳汇能力具有相互影响的正向溢出效应，

推测主要是受到国家减排战略整体性、区域政策效仿性、产业结构相似性、先进技术扩散性等影响。 

但 Durbin 空间模型由于具有空间相关性，模型在加入空间滞后项后，各回归系数并无法很好描述 10 个自变量对农业碳补

偿率的影响，因而需进行相关效应分解，计算 10个自变量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综合反映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作用、

邻近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因变量的作用和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影响[45]。为确保数据稳定、结论可靠，采取邻接权重矩阵计算，

2006—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 27个市的农业碳补偿率 Durbin 空间模型自变量效应分析结果详见表 7。结果发现，lnh、lnf 和

在 5%显著水平下通过 Z检验，x呈现边缘显著，其对应系数分别是 0.098、-1.444、1.027和-1.120。化肥强度、农药强度、畜

禽养殖结构制约碳补偿率提升，部门优化结构、绿化程度是驱动碳补偿率增强的主要因素。 

表 7长三角地区农业碳补偿率 Durbin空间模型效应分析 



 

 9 

变量 

Direct effect Indirect effect Total effect 

SDMg1 SDMg3 SDMg1 SDMg3 SDMg1 SDMg3 

lns -0.021 0.027 -0.412 0.181 -0.413 0.184 

lnl -0.123*** -0.162 -0.713 -0.925 -0.791 -0.957 

lnj 0.083 0.094*** -0.152 -0.406 -0.085 -0.421 

lnh -1.314** -0.621*** -0.173 -0.082 -1.352** -0.724** 

lnn -1.311** -0.592*** -0.171 -0.080 -1.342** -0.667** 

lnf 0.031* 0.043* 0.082** 0.087** 0.097** 0.172* 

Z -0.516 -0.514 0.839 1.417*** 0.503 1.042 

x -1.312
**
 -1.308

*
 0.062 -0.670 -1.311

***
 -1.696

**
 

g 0.423
***
 0.401

***
 0.057 0.145 0.415 0.526 

b 0.314*** 0.462** 0.826** 1.312* 1.18** 1.521* 

 

表 6长江三角洲地区农业碳补偿率空间模型分析结果 

变量 

SDMg1 SDMg2 SDMg3 SARg1 SEMg2 

系数 Z统计量 系数 Z统计量 系数 Z统计量 系数 Z统计量 系数 Z统计量 

lns 0.05 -0.05 -0.101 -1.05 0.013 0.13 -0.235 1.34 0.211 -1.13 

lnl 0.081
**
 -2.31 -0.153

*
 -0.081 -1.63 -1.212 -0.179 -1.21 -0.216 -0.92 

lnj 0.032
*
 1.81 0.028 1.50 0.042

***
 2.75 0.032

*
 1.71 0.032

*
 1.89 

lnh -0.822* -4.13 -1.435* -3.52 -0.387* -3.13 -0.242** -2.09 -0.1766*** -1.71 

lnn -0.921* -4.27 -1.407* -3.52 -0.421* -3.21 -0.242** -2.31 -0.187*** -1.71 

lnf 0.032*** 1.82 0.021 1.51 0.041* 2.71 0.032*** 1.70 0.021*** 1.89 

Z -0.653* -2.91 -0.583** -2.67 -0.602* -2.81 -0.425 -1.36 -0721 -1.42 

x -1.281* -7.62 -1.217* -7.62 -1.236* -7.21 -1.109*** -1.91 -1.138*** -1.81 

g 0.431*** 1.82 0.378** 2.09 0.317*** 1.92 0.422 1.37 0.324 1.45 

b 0.167 1.34 0.192 1.31 0.162 1.20 0.231 1.61 0.301** 1.73 

w´lnl -0.318 -1.36 -0.071 -0.28 0.129 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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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lnfj -0.142 -1.71 -0.439 -1.149 -0.323* -4.29 
    

w´lnh -0.112 -1.56 -.181** -2.34 -0.039 -0.53 
    

w´lnn -0.112 -1.41 -.171** -2.53 -0.051 -0.49 
    

w´lnf 0.051*** 1.91 0.131* 2.81 0.063* 3.51 
    

w´z 0.842*** 1.71 0.937 0.78 1.236* 2.89 
    

w´x 0.485 1.31 0.731 1.12 0.004 0.02 
    

w´g -0.109 -0.31 -0.269 -0.36 -0.039 -0.14 
    

w´b 0.471*** 1.82 1.286* 2.53 0.812* 3.79 
    

Р/λ 0.441* 3.81 0.451* 4.09 0.321* 4.41 0.462* 4.56 0.435* 4.12 

Loglikelihood 415.3117 412.2123 431.5600 394.9559 389.1534 

Hausman 26.09
*
 31.24

*
 21.56

**
 153.31

*
 34.2

*
 

Wald-err 43.95* 74.73* 39.02* 
       

wald-lag 41.11* 68.12* 34.12* 
       

LR-err 42.88* 73.51* 37.2* 
       

LR-lag 39.13* 61.53* 31.8* 
       

 

从农业碳补偿率 Durbln空间模型直接效应看，在 1%或 5%水平下 lnf、lnh、lnn 和 x 显著，lnl、b 和 g呈现边缘性显著。

其中，lnf 为 0.031，说明农业发展水平如若提升 1%，则农业碳补偿率提升 0.031%。随着我国市域经济发展壮大，农业科技水

平有效提高、基础设施持续完善、种植养殖模式加快更迭，有利于农业减排增汇。lnh、lnn分别为-1.314和-1.311，意味着化

肥或农药强度提高 1%，将带动农业碳补偿率分别降低 1.314%和 1.311%，主要由于化肥、农药是重要农业投入品，施用中能够产

生大量碳排放，容易导致碳补偿率下降。x为-1.312，说明食草牲畜年末出栏量和牲畜总出栏量的比，与农业碳补偿率呈负相关

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食草牲畜为反刍动物，碳排放系数高于非食草牲畜，且我国传统畜禽养殖以散养和小规模养殖为主，养殖

主体环保意识薄弱、环保技术推广难、畜禽粪便管理随意，制约碳补偿率提升。在边缘显著变量中，因工业化城市化持续推进，

大量农业从业者向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转移，从而促进农业从业人口缩减，间接导致农业碳排放减少，因而 lnl表现为-0.123，

即农业年末劳动力人数每减少 1%，农业碳补偿率则提升 0.123%。同时，因非种植业不需要化肥、农药等投入品，加上林业经济

发展的固碳作用，畜禽养殖又不如种植业碳排放多元而广泛，因此，农林牧副渔比例优化与农业碳补偿率呈现正向相关，b直接

效应数值为 0.314，意味着经济农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比每提高 1%，带动地区农业碳补偿率上升 0.123%。最后，g

为 0.423，其固碳作用十分明显，说明森林碳汇功能较强大，如果进一步加大造林力度、改善植被绿化情况，生态系统农业碳吸

收能力将显著提升。 

从农业碳补偿率 Durbln空间模型溢出效应看，在 5%显著水平下 lnf和 b通过 Z检验。其中，lnf为 0.082，说明相互邻近

地区的农业发展水平每增加 1%，则本地农业碳补偿将上升 0.082%，主要是因为相互邻近的地区在自然资源禀赋、农业种植结构、

技术发展水平和从业人口素质等方面往往极具相似性，且在政策、技术等方面存在示范与模仿效应。随着相互邻近地区农业向

高质量发展迈进，生产方式逐步由传统粗放型向绿色低碳高效型转变，本地也倾向于学习模仿邻近地区发展模式，从而同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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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碳排放量和碳补偿率“一降一增”。b 为 0.826，说明相互邻近地区部门优化结构指数每提升 1%，本地农业碳补偿率将增加

0.826%，其减碳增汇效应十分显著，主要原因同样归结于相互邻近地区的示范和模仿效应。 

4 结论与建议 

4.1结论 

经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2006—2018年，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具有区域性集聚特征，但随时间变化关联度逐渐弱化。H&H集聚型呈现沿

山脉集聚，分布逐步由西翼转变为东西两翼。L&L集聚型发展趋势明显，主要分布在靠北的上海市和江苏省，值得高度重视。L&H

集聚型不显著。 

(2)长江三角洲区域农业碳补偿率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相邻地区农业碳补偿率每提升 1%，则本地农业碳补偿率提高

0.441%，主要源于相邻地区在减排政策、减排技术、种养殖经验等方面的示范性，在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等方面的

相似性，地区之间呈现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协同提升的鲜明特征。 

(3)长江三角区域绿化程度、种植业优化结构的固碳作用最明显，而化肥强度、农药强度和畜禽养殖优化结构是抑制农业碳

补偿的最主要因素。从直接效应看，本地农业碳补偿率与农业发展水平、部门优化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绿化程度呈现正相

关关系，与农作物年末面积、农业年末劳动力人数、化肥强度、农药强度、种植业优化结构指数、畜禽养殖优化结构呈负相关

关系。而从溢出效应来看，相互邻近的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农业部门优化结构均能促进本地农业碳补偿率升高。 

4.2建议 

针对研究结论并结合实际，提出如下减排增汇举措。 

(1)立足发展实际，采取差异化、针对性政策。 

农业碳补偿率存在空间关联性，相互之间彼此影响。因此，舟山、池州、宣城等 H&H 集聚型和 L&H 集聚型，要继续增强碳

汇优势，强化对周边地区示范和辐射影响力。南京、杭州等 L&L 集聚型，应作为重点整治对象，科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

种植养殖和管理环保技术推广使用，积极探索多元增汇路径，逐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碳补偿率的差距。 

(2)坚持多措并举，强化工作举措、治理效能。 

农业碳补偿率影响因素多种多样，10 个变量呈现不同程度或方向影响。因此，应按照影响因素的作用，采取多样化政策，

一方面多管齐下，推进农业集约化发展，深入实施畜禽养殖分区管理政策，全力优化农业产业产品结构，加快病虫害绿色防治，

实施精准施肥技术，确保农业碳源排放减量化。另一方面，通过培训宣传，强化环保低碳理念，支持鼓励发展林业经济，增加

森林绿化种植面积，确保发挥绿色植物的固碳作用。通过碳源减排和固碳效应的双重作用，实现农业碳补偿率的有效提升。 

(3)推动共治共享，探索联防联治、跨界治理。 

碳补偿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不仅受到多种因素影响，而且还与相互邻近地区相关联，尤其是农业发展水平、部门

结构 2 个要素能有效实现本地碳补偿率升高。因此，各地要建立协作沟通机制，联合开展减排技术攻关，系统总结治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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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展新技术宣传推介、应用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相互进步、协同提高。(4)强化制度约束，以制度管根本、管长远。进一

步打破区域行政壁垒，完善多领域、多层级环境保护“预防+激励+惩罚”制度体系，建立健全跨区域环保治理和补偿制度，以

制度筑牢生态保护屏障，确保治理有主体、惩处有依据、协同有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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